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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武举:
论宋代士大夫对武将选拔制度的改革

任 晔

  摘要:宋代士大夫以重塑武举为选拔理想将帅、改造武将群体、更全面深入介入军事议题的重要手段,并以文

举进士科为模板,将武举取士定位为“博延方略之士,参阅材技之能”,因此,不仅在考试时加重策论分量、增试兵书

大义,确立了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选拔标准,而且仿太学创立武学,以武经七书为主要教学内容,注重儒学的教化

熏陶,同时视武举进士为“儒而谈兵者”、武学生为“士之有武勇者”,将其引为同类,为其仕宦迁转提供有力支持。

宋代武举确实选拔出了一批对宋政权高度认同的军事行政人才,并在战争岁月守卫疆土、屡建功勋甚至壮烈殉国,
在和平年代或担任统兵官维持一方治安,或出任边地亲民官应对各类武装挑战。同时,武举出身者与文官士大夫

行政风格相近、兴趣爱好一致,在重大政治议题上也能与文官密切合作。宋代士大夫以重塑武举改造武将群体、参
与军事议题的实践,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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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常规选举科目的武举,始于武周长安二年(702),神龙政变后得以保留并延续至唐末,五代以来“皆
以军卒为将”而武举停废①。宋代士大夫因边疆战事和改造武将群体需要,积极促成武举复置,又对相关章

程、选拔标准持续调整,使宋代武举面貌与唐代迥异。自天圣八年(1030)首度开科,到咸淳十年(1274)末次

取士,宋代武举开科共71次,偶有中辍,选拔人才数以千计②。学界对宋代武举的研究极少,或在宋代科举

通论性著作中以较少篇幅作普及性介绍③,或围绕《宋会要辑稿》中相关条例讨论武举在制度层面的设计与

规划④,或基于宋元笔记讨论武举与社会的互动⑤,唯有方震华颇有创见地将宋代武举置于士大夫政治背景

下以政治史视角加以考察,但亦仅将其作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的注脚而着墨不多⑥。这一既有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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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武举更革》,诚刚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页。
据龚延明、祖慧编著《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宋代武举登科者姓名可考者共1270人(排除登科信息存在明显错误

者)。鉴于明清方志编纂存在虚构乡贤事迹之弊,本文只围绕登科信息见于宋代史料者展开研究,仍有764人。
如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共913页,武举相关内容仅58页;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人民出版

社2009年版),共370页,武举所占篇幅仅17页,甚至少于选拔人数不多、开科时间较晚的词科。
吴九龙、王菡《宋代武学武举制度考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33-247页;周宝砚《宋代武举制度发展

演变及其制度设计理念探析》,《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6期,第26-31页。
周兴涛、杨晓宇《宋代武举武学与社会生活(上)》,《中国考试》2012年第2期,第54-64页;周兴涛、杨晓宇《宋代武举学与社会生活(下)》,
《中国考试》2012年第3期,第55-64页。
方震华《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4年6月,第1-42页;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

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第二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78页。



与宋代武举在政治运作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全宋文》(全360册)的整理出版①、《宋代登科总录》(全14
册)的汇编问世,给宋代武举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尽管二者因体量庞大而难免有粗疏之处,但瑕不掩

瑜,只要复核原文、详加审订,仍可发挥其索引功能。本文通过整理宋代官修典籍、私家著作中的武举相关内

容,以政治史视角观察宋代士大夫对武举的规划、设计和改革,探讨宋代重塑武举的背景、目标和手段,并且

为144名事迹可考的武举进士制作小传(见表2),再结合其文章著作,分析宋代武举的实际运作及其影响与

成效。
一 背景:“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
唐末五代以降,文武分途格局逐渐形成,“文官的政治活动被缩限至文书与议论的范围”②,将校之职则

由具有鲜明世袭色彩的武人集团垄断③。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和武人政治的形成,武举选拔将帅难以实行

而被停废,于是,“当五代之时,诸将不起于贼盗者,必因杀夺而得之”④。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武将擅权、王朝速亡之弊,主张“亟进儒臣以荡涤其痼疾”⑤。宋太祖“令选儒臣干

事者百余,分治大藩”;宋太宗“兴文教、抑武事”,明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⑥。在他们的有

意栽培下,士大夫群体发展成为政治主导力量,故论者有“宋代为士大夫之政治”⑦之说法。君主不但倚重士

大夫处理民政,还令其参与军事、镇守地方,逐渐形成“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

之”的“祖宗之道”。但是,赵宋建国以来的边防压力,势必要求镇守一方的士大夫知晓兵事,宋太祖遂令赵普

举荐“儒臣有武干者”,太宗不仅“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武)秩”,而且嘉许孙何“选儒臣统兵”之议⑧。
在君主大力提倡和客观形势需要之下,主导宋代朝堂的士大夫群体积极参与军事议题,从而形塑出以“才兼

文武”的理想官员形象。
(一)对军事的关注

与强大的辽、夏、金为邻的两宋王朝,虽轻武官,却不得不重武事,士大夫喜谈兵事、亲历军戎者不乏其

人。如宋沆、陈贯、沈起、萧注、张叔夜、董槐俱为文举进士而以“喜谈兵”、“喜言兵”闻名,大儒张载“少喜谈

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陈亮“喜谈兵……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⑨;而在宋辽、宋夏战争

中,张齐贤、王钦若、赵昌言、柳开、张咏、向敏中和郑文宝等皆以文人领兵。
然而,宋代士大夫虽积极参与军事,但甘愿换授武秩并长期供职军旅者毕竟在少数。如范仲淹与韩琦一

道长期经略西北、屡建战功,却在庆历二年(1042)连上三表坚辞武职,拒不接受“观察使”的任命,以致公然违

抗仁宗意旨,表示“如不获命,臣当践言,系狱上请,不敢逃罪”。又如种世衡虽自愿由文换武,长期与西夏

作战,其子弟却纷纷换回文资,试图重回文官士大夫之列。且文臣改换武秩、统兵作战,全凭自愿,并无任

何制度保障,无法满足宋廷选拔、任用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宋代士大夫遂试图对现有的武将群体加

以改造。
(二)改造武将群体的主张

晚唐文武分途以来,文臣“不复寄以军武之任”,武将“不求以儒术之学”,文武隔膜加深,对立加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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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3页。
王夫之《宋论》,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3、394、528页。
金毓黻编著《宋辽金史》,《民国丛书》第5编第63册,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版,第113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639、293、637、881页。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9646、10047、10728、10732、11140、12428、12723、12929页。
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25页。
范仲淹《让观察使第二表》,《范仲淹全集》第1册,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54页。
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第111页。
穆修《上大名陈观察书》,《全宋文》第16册,第21-22页。



致“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①。文臣被具有浓厚世袭色彩的职业武人集团排除在军队之外,武将皆拔擢

于行伍之中而缺乏文化素养,名将史弘肇甚至表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

哉!”②有鉴于此,出身于禁军将领的宋太祖,在开国之初,即表示“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③;
太宗因曹翰为武人而能即兴赋诗,将其“自环卫骤迁数级”④;仁宗下令汇编历代战例和军事知识为《武经总

要》,分发给主要将领,并亲撰《武经总要叙》,说明此举的用意在于让武将读书、知晓兵法,“深惟帅领之重,恐
鲜古今之学”⑤。

鼓励现有将帅读书习文,固然有助于改变五代以来武将“大抵多务斗力……而古今成败,阴谋奇计,了莫

识为何等事,直奸悍之匹夫耳”之现象⑥,但其效果完全取决于武将的配合程度和个人资质,缺乏制度化的保

障。因此,士大夫主张双管齐下,以儒家理想选拔将校并著为定制,重开武举之议充盈朝野,最终促成宋代武

举的设立。
二 目标:选拔“素习韬略,颇闲义训之士”
宋代士大夫对武举自有规划,其重开武举之议,并非单纯“恢复”唐代模式,而是要全面“重塑”武举,使之

服务于改造武将群体的宏大目标。宋代士大夫对武举有两次集中讨论:一次是真宗即位之初,因开国将帅的

凋零,希望重开武举以充实武将队伍;一次是英宗即位之初,因仁宗后期武举一度停废,将帅选拔纯由家世和

军功决定,士大夫要求恢复武举以改造武将群体。在这两次大讨论中,士大夫对武举的性质与功用的认识一

以贯之,即选拔崇儒尚智之将,巩固强干弱枝格局。
(一)重定武举性质,选拔士大夫理想的武将

唐代武举纯粹考校武艺⑦,已为时人所讥⑧,杜牧更感叹武举所取不过“壮健轻死善击刺者”⑨。宋代士

大夫对唐代武举之弊有着清醒认识。如富弼认为,“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所得庸妄鄙浅”;苏洵表

示,“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黄履翁痛责,“翘关、负重之选而

所得皆奸悍无赖之流……守边疆、入宿卫者,不识一丁字”;等等。显然,士大夫一致主张,复开之武举绝不

能是唐代武举的翻版,而是要引入程文考试,选拔知诗书、晓兵法的智将、儒将。

1.尚智

天圣七年(1029),仁宗在士大夫的奏请下重开武举,降诏强调武举所取者为“方略智勇之士”,与唐代

仅以武艺取士判然有别。对智将的推崇,早已成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共识。如真宗朝,钱若水主张“选智谋

可以任边郡者”;田锡上疏请求“兴行武举”,提出“若求骑射之艺,勇猛之人,兵法中自有选求之法,便求得

人,但要有智谋者指使之而已”;仁宗朝,范仲淹请求“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

任”;高宗朝臣在回顾北宋政典时,提出“设为武举一科,或者其不止于求骑射一艺乎”,表示“今有善兵如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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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6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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膑,知权识变如张子房,而足不便鞍马、力不挽石弓”的智谋之将,理应是武举所选拔的人才①。

2.崇儒

方震华研究指出,“‘儒将’或‘儒帅’约在唐代晚期出现于文献之中,至北宋时期已成为常见的词语”②,
其主因自然是士大夫的大力提倡。孙何奏上“五议”,第一便是“参用儒将”,表示“晋、汉至唐,皆选儒臣统

兵”③;赵安仁列举儒将统兵的优势,认为“儒学之将,则洞究存亡,深知成败……况其识君臣父子之道,知忠

孝弟顺之理”④;富弼在列举郤縠等儒将后,表示“自余儒将,固亦不少焉”⑤;仁宗力排众议拔擢刘平,给出的

理由是“平,所谓诗书之将也”⑥。
宋代士大夫既以尊崇儒学、智勇兼备为理想的武将形象,符合这一标准的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

裴度等自然被推为楷模⑦,一些本不具备上述特点的名将也以这一模式重新改写。如狄青在世时因行伍出

身而备受文官攻击,最终无端贬官,忧愤而死⑧;然而,在狄青身故后,士大夫却不断改写其生平事迹。范仲

淹为狄青讲授《左传》一事被反复渲染,狄青从“晚节益喜书史”⑨,到“自春秋、战国,至于汉以来成败之迹,概
而能通”,再到“博览书史,通究古今”,其知识储备和文史素养被不断夸大,神宗朝甚至流传着狄青“识度

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的说法。其原因显而易见,即强调一切名将皆符合士大夫的理想将帅形象———“近
世狄武襄最善用兵,乃于《左氏春秋》得之。是故为将而不知古今,一夫之勇耳”,乃根源所在。既然如此,
武举所选之将才,也理应是通晓兵法的智将、儒将。

(二)确保文官主导,服务“强干弱枝”目标

宋代士大夫既然将重塑武举作为选拔理想将帅、改造武将群体的重要手段,自然需要掌握武举的主导权

和最终解释权,于是他们特意为武举设置了举主推荐环节,并积极参与各项制度的规划设计。

1.增加报名推荐环节,确保文官群体参与

唐代武举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而宋代武举自复开之初即要求“未食禄人,召命官三人委保行止”,有官身

者则由兵部查验资格。除淳熙初年短暂尝试“无保官者,令入状互保”之外,其余70榜武举皆命官保举。
自英宗至孝宗朝,武举举主范围逐渐扩大,最终文官自升朝官以上均取得保举资格。各级武官虽有权

保奏武举人,却对此态度消极甚至公然抵触(详见后文)。因此,武举人的资格审查由文官群体主导,应武举

者基本都符合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偏好,在入仕后与文官互动更为频繁且融洽。宋代武举举主群体身

份及奏举人数简况统计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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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宋代武举举主群体身份及奏举人数简况统计表

时间 举主群体 资料来源

治平元年

(1064)九月

在京管军及正任横行使副使、知杂及三院御史、谏官、府界提点、朝臣、使臣;

在外安抚、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三路知军州及路分总管、钤辖,各奏举一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2,

第4902-4903页

元丰元年

(1078)二月

文臣在京监察御史里行、在外诸路提点刑狱、府界提点以上,武臣在京閤门副

使,在外路分钤辖以上,各举堪应武举一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8,

第7051页

元丰三年

(1080)八月
两制、台谏至总管、监司,各举堪应武举进士一人以名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7,

第7455页

元祐七年

(1092)八月
寺、监长贰,各许奏举武举一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6,

第11343页

淳熙五年

(1178)八月
文臣升朝官、武臣正使以上各保奏二人

《宋会要辑稿·武 举》,第

5607页

  2.限定兵书流传范围,网罗各地军事人才

宋代在“崇文抑武”和“守内虚外”的方针下,始终严格管控兵书战策的流传、刊印和讲习,甚至一度禁止

兵书的传播;然而,现实的国防需求,却使宋人对兵书战史的现实需求相当迫切。故同知枢密院事韩亿建言:
“武臣宜知兵书,而禁不传,请纂其要以赐之”,仁宗允准后,差人“作《神武秘略》,凡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

焉”①。
武举之设,恰好在宋代严禁兵书和亟需兵书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将兵书流传限定在应武举者这一

可控群体之中。武举设立之初,政策未及调整,一度出现“陛下设制科武举求将帅之才,而反禁其所习之书,
令学者何所师法”②的尴尬局面。富弼因而奏请开办武学,“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③。
武学短暂停废时,又允许国子监学生中,“有好习兵书者,令本监官员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听读”④。

武举之设,又起到网罗各地军事人才的重要作用。科举自初创之时即具有牢笼志士的功用。唐太宗见

新科进士出入贡院,喜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⑤宋代士大夫奏请重开武举时,明确提出“宜复唐之武举,
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⑥,“四海九州必有壮士,宜设武举,以收其遗”⑦,希望借此将“四方之奇材武力悉聚京

师,则本强末弱,可以消匹夫山林之变”⑧。宋代扩大文举录取规模,又设武举,“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

自弃于盗贼奸宄……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⑨。因此,建炎南渡

不久,何俌奏称,若不兴科举、办官学,“则士之不知爱重者不入于敌,则入于盗矣”。
三 手段:“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
宋代士大夫在奏请重开武举之初,就同时提出重塑武举和创办武学两项议题。唐代武举只考察武艺,又

无兵书之禁,没有设置武学的需求。宋代重塑武举,特重考察兵学知识,又因严禁兵书,需将兵书传授限制在

特定范围内。于是,富弼提出创办武学以满足新式武举的需要,“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此议不久

后即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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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订武举章程,对标文举改革

宋代重开武举之初,即强调所取者当为“方略智勇之士”①,殿试策问表示“博延方略之士,参阅材技之

能”②,首重军事方略、次及武艺勇力的标准显而易见。苏舜钦仍不满意,甚至建议“武举者去骑射之末,而访

以机略之大”③。为选拔方略智勇之士,宋人不仅简化武举的武艺考查项目,而且仿照文举进士科程式,先后

引入策论、大义两项考试科目,并且确立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选拔标准。

1.引入策论考试

天圣七年重开武举诏中,明确提出武举将设策论环节,并将能作策论定为资格审查的必要条件,规定有

官身者“先录所业军机策论伍首上本部”,白身人则“附递文卷上兵部,委主判官看详”;次年,武举首榜,确立

先试策论,“词理稍堪,人材有行止者,牌送马军司引试”的程序④。
策论最初只试一道,北宋熙宁八年(1075),重申武举章程时,明确“时务边防策一道,限七百字以上成”;

到绍圣四年(1097),翰林学士林希等奏请“应武举人止试策一道,太略,欲乞依进士试三道”,哲宗对此有保留

地接受,降诏“自今发解省试添试策一道”,将策论增至两道⑤。到南宋前期,仍试“兵机策二道”⑥,后期则试

“策三道”⑦。策论在武举中的分量逐步提高,考查难度也相应增大。

2.增加大义考试

宋代士大夫认为,“将之有兵法,犹儒之有《六经》也”⑧。这就是说,既然应文举者须读儒家经典、试儒经

大义,那么应武举者自当读兵家经典、试兵书大义。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三班院言殿直雷珣“乞试《六
韬》、《孙》、《吴》兵书义十道,仍试骑射,中选”,使士大夫深受启发;熙宁五年(1072)九月,从御史刘孝孙请求,
“诏武学生试大义十道,分两场”,“后试武举人亦如之”⑨。之后不久,礼部又以“《六韬》本非完书,辞理讹舛,
无所考据”为由,奏请仅从《孙》、《吴》出义题而获准。元丰三年(1080),神宗降诏,“校定《孙子》、《吴子》、
《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合称《武经七书》,既用作武学教材,也
成为武举大义考试的选题范围。

武经大义的考查难度极低,最初只是枢密院为降低武举程文考试难度,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书墨义”而
奏请设置;在遭王安石否决后,由试策的替代者“墨义”调整为试策的补充者“大义”,十道之内“第一等取四

通,第二等取三通,第三等取二通,并为中格”。武举增设大义考试,是王安石科举改革的一部分,呼应文举

进士科“罢诗赋、贴经、墨义”而“试以大义”的改制,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因其考试难度过低,以致无

法起到筛汰作用,在排定武举考生等第名次时,仍以“策义”和“武艺”两项为衡量标准。

3.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选拔标准

宋代士大夫不但逐步加重武举程文考试的分量,而且在排定考生等第时,始终遵循首重程文、次及弓马

的标准。治平元年(1064),英宗采纳翰林学士王珪建议,确立“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原则,且策略

权重高于弓马,“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
并且规定试策合格者,即使弓马不中,也可获准补考,甚至武艺实在不精、补考仍不合格者也不影响登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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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降等授官,如“李岩夫试策中第一等,弓马不中,再试,中第二等弓马……诏与茶酒班殿侍、鄜延路指挥

使”;绍兴五年(1135)八月武举,“(试策)平等四人,第一、第四人与承节郎,第二、第三人武艺不合格,与进武

校尉”①。因此,武举进士马扩出使金国时,粘罕问:“闻教谕兵书及第,莫煞会弓马否?”马扩答曰:“武举进

士,取在义策,弓矢特其挟色耳。”②

实际上,宋代武举的武艺考试难度本已极低,相比唐代,既减少了考查项目,废除“长枪、翘关负重、射札

之科”,又降低了合格标准,“但取箭满,不问中否”③,因“箭与弓把齐为满”④,所考查者并非射箭的精度,只
是武举人的臂力。即便如此容易的武艺考查,也有不少武举进士需补考,甚至补考不过,反映出许多应武举

者并非习武之人,而是熟读兵书、善于撰文的读书人,以致北宋“进士两处投下文字,失解后旋看兵法,权习弓

兵,意务苟进”⑤,南宋则“太学诸生久不第者,多去从武举”⑥的现象始终存在。宋廷非但不强化武艺校试,
反倒一再降低要求,即步射在一石一斗力、一石力弓外增加九斗力弓,而马射废八斗力弓,仅使用七斗力

弓⑦,最终形成“弓马近于具文,所取不过解作《七书》义者”⑧的武举格局。其用意甚明,即借助武举将士大

夫认可的熟读兵书、通晓文史者选入武将队伍,不在武艺优劣上多作计较,以实现其改造武将群体的长期

规划。
(二)开办武学,为武举培养人才

宋人开办武学,以配合武举改革。最初的设想是为武举中第者入学深造,“应试武举合格者方许入学,给
常膳,习诸家兵法”⑨。如武学上舍生员曹安国,“未建学已应武举,两试秘阁中选”。然而,武举中第者本

已取得授官资格,完全可以直接入仕。况且,武学学制极长,“在学及三年,则具艺业保明考试,等第推恩,未
及格者逾年再试”,士人遂对入武学深造兴趣索然,武学员额因此有极大缺口,于是被迫在两月后作出调整,
凡取得武举应考资格者,“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仍免试”,三班使臣与白身人也有参加入学考试的资格。
此后,武学正式成为武举的人才培养机构,真正实现了富弼“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的规划。

1.仿照太学模式,完善武学制度

宋代士大夫将武学视作太学翻版,仿照太学模式,逐渐完善武学的规章制度。庆历三年(1043)五月,北
宋朝廷依太学庙学结合之例,首度“置武学于武成王庙”,然而未及开展教学,当年八月戊午即“罢武学”;熙宁

五年复置,仍循“武成王庙置武学”之例;元祐元年(1086),礼部奏请“太学、武学条,乞一处相照修立,贵不致

抵牾”而获准。此后,士大夫不断援引太学章程改革武学制度。其一,参照皇帝亲视太学例,确立视武学仪

典;其二,参照太学“内舍校定”之法,定“武学上舍试,取放优等一名”之制;其三,依太学国子例,立武学

“国子员额”,收补武臣“亲属教育”;其四,“学规依太学例试补,月考课升名”,“宗、武学,俱有学廪膳供舍选

释褐,一如太学例”。
不但中央武学仿照太学模式建立,崇宁三年(1104)之后设立的州县武学,也仿照地方官学订立制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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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有记载的地方武学斋舍30余所,其中有9处以“德”为斋舍名(如以“辅德”、“果德”、“昭德”等为名),7处

以“文”为斋舍名(如以“辅文”、“炳文”、“备文”等为名)①,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士大夫价值取向。

2.慎选武学学官,严明教学纪律

自武学建立之初,其学官选任就采用太学“中外学官并试补”之例,如蔡硕“试治边策,词理稍优”而担任

武学教授,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元城县主簿吴璋“候武学教授有阙,试兵机、时务策各一

道取裁”;元祐更化,罢学官试补之制,“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特别强调“武学学官,亦乞依此罢试

用举”②。武学学官待遇也逐渐向太学博士看齐。如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五日,“诏武学博士自今中书省

选差”;政和三年(1113)三月五日,重申“武学博士依太学博士法,朝廷差人”之制;淳熙五年(1178),武学谕,
“依太学正、录在职一年,通历任五考,改合入官”,同时“武学博士改官,依太学博士条施行”③。

士大夫期待武学能为其培养理想将校,进而改造武将群体,对其教学质量相当关注。武学博士蔡硕虽贵

为宰相胞弟,仍因“博士职专教导,而硕一月之间诣学者不过七八”而遭到弹劾④;判武学程颢名高一时,却因

政敌何正臣攻击其“学术迂阔,趋向僻异”而去职⑤。在朝臣关注和监督下,武学学官对教学自然用心,因此

武学博士魏了翁与学生孙从之在阔别二十年后重聚,尚能相认⑥。
值得注意的是,弓马武艺并非武学的教学内容。士大夫关注的是在武学中渗透儒家思想。如程颐奏请

在武学课程中“添入《孝经》、《论语》、《孟子》、《左氏传》言兵事”⑦。许多太学学官执教武学,“尔以文行,简在

东胶,誉处盛矣。推所讲明,施及右学,将见诸生不但习《孙》、《吴》而已”⑧。而武学生若想习武,则“听赴教

习马军所学马步射”⑨。因此,徽宗设立州县武学时,特别强调“教谕听与武士就学,质问《七书》兵法,即不令

指教武士弓马事艺”。
(三)培养武举进士、武学生的士人认同

宋代自仁宗重开武举即视武举人为“方略智勇之士”,孝宗更明确表示“子大夫儒而谈兵者也”。武

举进士、武学生既属士大夫中“晓习兵策”者,登科恩例和权利待遇自然比照文举进士和太学生,并在与职

业军人的较量中屡屡得到士大夫群体的支持。

1.武举进士登科恩例比照文举进士

武举登科者称“武举进士”,始于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罢明经、诸科”,仅以进士一科取士的改革。
熙宁六年(1073),神宗“御崇政殿试武举进士”,“武举进士”首见于宋代史书;熙宁八年(1075),别试所言,“武
举进士宋昇等六人弓弩绝伦”,是“武举进士”首次出现在官方公文的记载。乾道五年(1169),孝宗“垂意武

科,以授官与文士不类”,下令武举进士“依文举给黄牒”,“又以文举状元代还,例除馆职,亦召武举榜首为閤

门舍人”;乾道八年(1172),又仿文举进士恩例,“于武举敕牒前衔作‘武举正奏名某’……拟第一名赐‘武举

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并所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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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文举中第者既然同为进士,则朝廷赐予的各项登科恩例与庆典活动,皆比照文举而设,有御赐袍靴

笏带、官方操办闻喜宴、武学造《武举登科题名记》石碑、地方官府为武状元立坊、各地贡士庄助学、府学赆送、
鹿鸣宴席,凡文举所有,武举应有尽有。只是其规制稍有区别,如依文官着绿、武官金紫之例,文举进士“赐绿

袍”,而武举进士“赐紫罗袍”;其规格略有降低,如建康府学赆送之例,“赆送乡举发解各五十千”,而“武举发

解各二十千”①。
2.武学生权利待遇比照太学生

武学生被士大夫视作“士之有武勇者”②,权利待遇比照太学生。其一,物资发放,“武学补中生员,依太

学生例给绫纸赞词”③;其二,舍选释褐,“武士上等,欲依文士上等已降指挥施行。从之”④;其三,舍选授官,
武学上舍生释褐而不愿从军者,“候一任回,与升一等差遣……窃缘太学上舍登第,例与省试上十名并注教

官,而武举上舍不应全无优恩”⑤;其四,特殊优待,“两学士人,因事到官,合行理对,或因干连,合行追证,并
申国子监,俟回报方得施行”⑥。

太学生视武学生为同类和伙伴,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融洽且密切。嘉定三年(1210),临安府尹赵师 擅

自鞭挞遣逐馆客武学生柯子冲、卢得宣(又写作“卢德宣”、“卢宣德”),武学生周源等发动罢课并呈上诉状,太
学生宣缯等立即罢课响应且联名抗诉⑦,最终因“文武二学之士交投牒,师 乃罢免”⑧。淳祐十二年(1252)
六月,武学生列札为同舍贫寒学子求棺木时,遭临安府官吏侮辱,“斋众同太学、宗学伏阙上书,不报,各卷堂

散去”,并集体赴宰执官邸控诉⑨。此外,在嘉定十二年(1219)弹劾工部尚书胡榘、嘉熙元年(1237)为济王

赵竑伸冤、淳祐四年(1244)抗议宰相史嵩之夺情、景定五年(1264)借彗星批评时政这四场重大政治运

动中,太学生与武学生同进同退、相互声援,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3.士大夫对武举进士、武学生的提携关怀

武学生的每次运动都能实现预期目标,离不开士大夫群体的有力支持。如武学、太学生控告赵师 事件

中,国子监司业陈武以下各学官均联名上奏,声言因学生受辱,“武等忝为学官,难以在职,乞行罢黜”,迫使

宁宗放弃袒护赵师 ;武学、太学生抗议史嵩之夺情运动中,国子监祭酒徐元杰向理宗力陈:“正论乃国家元

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最终迫使史嵩之去职。
士大夫通过武举选拔熟读兵书、谙习文史的新式将校进入军事系统,有利于消解将家子弟对武职的垄断

和对军队的把控。职业武人集团对此有清醒认识,自然抵触保举武举人,排挤进入军事系统的武举进士,
其突出表现有三点。第一,阻塞升迁渠道。绍熙四年(1193),殿前司奏请,“将武举将官自今后年限已及、能
弓马、管事廉勤之人,照年限次第升差至正将止”。第二,拒绝保奏升迁,以致士大夫向孝宗抗议:“武举从

军人职事勤恪,即从主帅具名保奏升差,累年未见引用是条升差一人,岂其果无堪用者乎?”第三,直接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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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以致许多武举进士“不堪笞棰之辱”而不从军①。
面对职业武人对武举进士的打击排抑,士大夫予以及时有力的回应,其表现如下:第一,绍熙五年(1194)

联名奏请允许武举进士“升差统领、统制官”,嘉定十年(1217)又要求“自偏裨制领而上,主帅三衙,由此其

选”,皆获准②;第二,乞诏枢臣明立“兵将官升差格法”,保障武举进士迁转顺畅③;第三,淳熙八年(1181)令
将帅不得擅自处罚武举从军人,“遇有过犯,合加罪责,申枢密院取旨。盖不尽用阶级之制,且使无棰楚之

辱”④。
此外,士大夫又为武举进士争取到许多政治权利。一方面,使其免于担任负责官营经济和征税管库的监

当官。武举进士授官皆入武选官序列,如“按制度,武选官初任,必须经历监当官,通过与统兵风马牛不相及

的监当官积累资历,然后才可能进入统兵官的行列”⑤,然而若由武举入仕,则可“免监当与缘边差遣”⑥。南

宋初,何溥上奏,“乞将武举一科,参照祖宗典故,修立入官资格,历从戎事,免使监当”⑦,希望使武举进士尽

快参与统兵,改变武将群体的人员构成。另一方面,许多岗位优先选注武举进士。如《元丰选官格》规定,“选
巡检捕盗之官,则以武举策义武学生”⑧;淳熙四年(1177)诏令,“自今武学博士、武学谕,并于武举出身人内

选差”⑨;诸暨等要县县尉也专门“差武举出身人”,理由是“尉既用士人,纵有不职,必不至如右班之甚”。
四 成效:“岂得谓之无益于世者”
因为两宋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因此担负选将育才功能的武举和武学始终备受世人质疑,如“靖

康之变,不闻武学有御侮者”;“自淳熙以来,武举人亦未有卓然可称者”;“所得士尚皆龌龊,亡古名将

风”等。然而,武举是武将选拔的显途,却不是主干道。以嘉定六年(1213)为例,尚书右选“武举七十七

员”,而“军班并拣汰军功人一千二百八十五员”;侍郎右选“武举四百一十五员”,而“军班七百五十九员,军功

八百四十七员”。由此可知,出身武举者仅为军功补官者的1/6。因此,让武举承担宋代积弱的责任,显然

有些过分苛刻。宋理宗称赞武举,“本朝以文取士,我武维扬,能使西贼胆寒者,实自科举出也”。此言固属

夸张,但亦透露出一些实情。靖康之难,朝廷“募敢死士,得武学生蔡仔等四人”,突出汴梁请求援军,武学

生挺身御侮者更不乏其人。学人周兴涛通过对“宋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一定军事作为的武举、武学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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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梳理指出,武举进士、武学生虽少有军功显赫者,但都坚定支持宋政权,“在抵御外侮、平定叛乱时,他们

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有骄人的战绩”,此言可谓允当。笔者进一步整理出144名武举进士生平资料(参
见表2),再结合武举进士的言论著作,力图对宋代武举的成功与争议之处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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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宋代武举进士仕宦情况统计表

所任最高官职 姓名 资料来源

类别

宰执

牧伯

京朝官

统兵官

亲民官

幕职

其他

职官/差遣

参知政事 朱熠

州观察使 蒋介

州防御使 周虎

州团练使 徐量

州刺史 蔡必胜

吏部侍郎 应节严(试换文资)

吏部郎中 高梦月(试换文资)

太府卿 王卿月(试换文资)

武学博士 赵应熊、蔡镐、叶嵩、黄裒然、王宿

武学谕 柯熙

武学教授 文焕

路马步军总管 马扩

步军都虞候 何灌

正、副将 薛奕、黄囦、缪德绥、柯梦弼、黄宋祥、刘德成、林之望

御前某军第某将 王士言、江伯夔

府兵马司统领 余士武

路兵马都监 蒋师坚、林咼、金性、王奇

路兵马钤辖 徐森木

都巡检 陈昕、丁执中

巡检
邢舜举、陈师良、徐泳、阮瑀、李国辅、林概、郑恭、林汉辅、

郑镕、郑容

安抚司准备将领 施梦枢、陈英准、叶荪

知府 林景衡、焦焕炎、章梦飞、程鸣凤

知州

马识远、汤鴬、薛伟、缪梦达、高选、吴沆、黄裳、王智夫、杨
斌、李兴时、姚廊、陈纪、林伯成、厉仲祥、林泰定、周用亨、

程元鼎、陈良彪、李亮、陈万春、叶漴、缪震、孙应龙、郑嗣

之、周师锐、林汝浃、王霆、陈孝严、柯梦旂、杜幼节、陈梦

雷、黄超叔、陈霆发、林梦新、刘必成、项桂发、朱应举、褚生

州通判 江伯虎(试换文资)、侯畐

知军 徐徽言、王公弼、黄章、陈云、姜必大、赵时赏

知县
金驹、姚况、林仲虎、黄度、王孙贵、朱仲弼、林以礼、缪元

龙、孙巨源、陈公烈、高处仁、张万、刘应沐、刘渊泉、林应龙

知寨 郑觉

县尉
陈万、陈昭德、陈谋、黄钺、黄纯仁、张伯威、郑缙、胡谦、范
祖筠、刘忠嗣、陈宗阳

诸州、司计议官 鲍惟几、黄梦攸、王元宝、黄宋英、陈湜、陈起渊、梅应奇

诸州、司参议官 黄昌辰

路提举常平使 王三锡

路提点刑狱公事 许亢

监税 鲍惟时、陈大节

专任閤门舍人 林尧臣、林 、陈子衜、郑子衢、黄南叔

诸司干办官 郑抟、赵万年

州学教授 杨文焕

《宋史》卷357、卷408、卷453、

卷454、卷456;《(淳 熙)三 山

志》卷28至32;《(咸淳)临安

志》卷61;《(嘉定)赤城志》卷

34;《(嘉泰)吴兴志》卷14;李
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83;祝穆《宋本 方 舆 胜 览》卷

13、卷43;叶适《叶适集·水心

文集》卷14、卷17;李俊甫《莆
阳比事》卷1;洪迈《夷坚志》丁
志卷1、卷13、卷19;楼钥《攻
愧集》卷29、卷34、卷102;陈
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17;陈
傅良《太学正孙元卿除武学博

士制》,《全宋文》卷6024;宗泽

《宗忠 简 集》卷3;程 俱《北 山

集》卷34;范浚《香溪集》卷21;

孙应时《琴川志》卷8;王之道

《相山集》卷29;刘克庄《后村

先生 大 全 集》卷159;刘 克 庄

《刘克庄集》卷81;魏了翁《鹤
山先生大全集》卷80;魏了翁

《渠阳集》卷17;刘宰《漫塘集》

卷30;吴泳《鹤林集》卷8;马扩

《茆斋自叙》;熊克《中兴小纪》

卷37;李昴英《文溪集》卷5;吴
潜《履斋遗集》卷3;袁甫《蒙斋

集》卷9;周密《癸辛杂识·后

集》;周 密《齐 东 野 语》卷12;
《宋会要辑稿》之《选举》、《崇
儒》;《宋 仙 居 进 士 题 名 碑》及
《续题名 碑》;郑 岳《莆 阳 文 献

传》卷43;应 廷 育《金 华 先 民

传》卷6;黄仲昭《八闽通志》卷

50至卷55;《(弘治)温州府志》

卷13;《(嘉靖)福宁州志》卷8、

卷11;《(嘉靖)宁国府志》卷8;

郑柏《金华贤达传》卷6;程敏

政《新安文献志》卷96;陆心源

《宋诗 纪 事 补 遗》卷45;《(雍
正)浙江通志》卷129

 

  备注:官职分类及定名,参考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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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功之处

章如愚认为宋人对武举、武学的批评过分偏激,表示“今朝廷所问,稍有声称者,皆由武举而得,此其所

取,岂得谓之无益于世者”①。揆诸事实,武举进士建功立业者不少,慷慨殉国者亦有之。如武状元薛奕,在
元丰五年永乐城之役中,与西夏军力战殉国②;徐量,常年在鄜延路与西夏、西羌作战,善用兵法,屡建奇

功③;王士言,参与讨平方腊,靖康元年坚守泽州,与金军巷战殉国④;徐徽言,与西夏作战屡立战功,靖康年

间领兵取河西三州,又“与金人鏖河上,大小数十战,所俘杀过当”,坚守晋宁数年后殉国⑤。此外,叶觐⑥、何
灌⑦等守卫汴梁殉国,姚望之⑧、侯畐⑨、赵时赏、刘伯文等与蒙军作战殉国。上述将帅战功固然不如岳

飞、韩世忠等名将,但忠心报国且不乏战绩,不应予以忽视。战争岁月,武举进士守卫疆土、屡建功勋;和平年

代,武举进士作为统兵、治安或亲民官,同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确实选拔出了一批合格的军事、行政人员

武举入仕者的仕宦经历,与普通武选官相似,只是往往免于监当而直接担任统兵官,且有权担任武学学

官,升迁也更快。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在入仕诸途中,“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武举出

身者比其他武职人员更具行政能力,因此往往被差注知府、知州等重要职位,进入亲民官系统。
武举进士进入统兵官系统,有助于改变武将群体的人员构成,符合士大夫的期待;进入亲民官系统,则往

往派往边境州县,发挥其兵学知识和军事才干。如作为宋金前线重镇的光州,往往选派武举进士,蔡必胜、周
虎、王霆、陈孝严都曾知光州。金军入侵浮光时,宋廷虑文官知州无力应对,“朝论以为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

沿边都巡检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驰至州,分遣间探,整饬战守之具,大战于谢令桥,光人遂安”;开禧北伐

前,鉴于文官知州“边郡犹狃和好,城壁不葺”,命周虎知光州,整训军队,加固城防。武举进士的行政能力

和军事才干,在边境州县得以充分展现。

2.成功塑造武举进士、武学生的士人认同

宋代士大夫将武举进士和武学生视作同类,希望这批“儒而谈兵者”进入军事系统后,能够使士大夫对

军事议题的参与更全面更深入。武举进士和武学生也的确认同自己的士人身份,以致朝论认为“武举从军之

人,往往自高,不亲戎旅”。如蔡必胜赴江东军营时,不遵“将官谒帅,皆小袖衫拜庭下”之例,而是“袍笏肃

揖,帅因请以宾礼见”。
武举出身者行政风格与文官士大夫相近。如蔡必胜知楚州,“亲至学宫,课率诸生,劝教有义,士人兴

起”;王霆知蕲州,“建学舍,祠忠臣”,尝训其子弟曰:“穷理尽性,学之本也。”不仅如此,武举出身者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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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爱好,也与文官士大夫一致。如陈师良“平生好作诗,晚年诗益工,每一篇出,识者服其笔力”①;徐泳擅长

文学,“其诗词,视唐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②;单炜“得二王笔法,字画遒劲,合古法度,于考订法书尤精

……名士大夫多与之交,自号定斋居士”③;周虎“文词敏赡……作大字端劲,独步当世”④。“武学在太学之

侧”⑤,武学生与太学生互动频繁,往来密切,士人习气更重。如徐量以武学生应武举入仕,久任边地知州,
“尊礼学官弟子,其劝驾士具宴礼,则遣骑导,作乐迎送”,并表示“边夷不知儒重,非痛折节以竦动之不革”,在
其治下,“诣学官求试者倍常”⑥。

3.带动一些武将、军士研读兵书

武举进士、武学生释褐加入武将群体后,带动了一些将校军士研读兵书、讲谈兵法。熙宁三年,“三班院

言殿直雷珣乞试《六韬》、《孙》、《吴》兵书义十道,仍试骑射”,考试合格后受神宗嘉奖⑦;淳祐十年(1250),“武
举正奏名王时发已系从军之人,充殿前司左军统领”,其登第后,理宗“特命就本职上与带‘同’字,以示优厚劝

奖”⑧。武举、武学的示范作用及其对武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争议之处

宋代武举固然选拔出一批符合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合格军事行政人才,但没有一项选官制度是绝对完美

的,其饱受非议之处主要集中在武举科场舞弊及部分投机者以武举为入仕捷径两个方面。

1.武举科场舞弊事件

由于武学生和太学生往来密切,后者往往出于“朋友情谊”,发挥自己所长替前者参加程文考试,“一篇之

论,片时可办,各以余力助其武举朋旧”,甚至“有试卷与引试弓马日书簿字迹绝不类者”⑨。然而,“一法立,
一弊生,禁防已密而奸幸复出”。武举舞弊固然存在,文举舞弊现象则更为严重。开禧元年,群臣极言文举

舞弊,“移易卷案,挟带书册,往往有之。代笔之弊,最其甚者。显行贿赂,略无忌惮,或替名入试,或就院假

手”。甚至当年状元毛自知,自取解到殿试,一路舞弊,“自知本名自得,冒其弟之解,叨预奏名。其父宪时

为都司,与苏师旦素厚,经营传出策题,前期策成全篇,宪之笔居多。差为编排,文字可认,优批分数,遂膺首

选”。因个别人舞弊而轻率否定武举所取者的素养与资质,显属以偏概全。

2.武举成为入仕捷径

宋代武举重程文、轻弓马,以致“弓马近于具文,所取不过解作《七书》义者”。于是,许多应文举进士者

“两处投下文字,失解后旋看兵法,权习弓兵,意务苟进”,太学生“久不第者,多去从武举”。姚勉认为,
“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为速化而竞以趋之也”。然而,文举也好,武举也罢,都不过是一种选官手段。只

要能选拔到人才,就不能视作失败。况且,武举绝非一试即中的捷径。如杨巨源“应进士不中,武举又不

中”;陈师稷“善词赋,尝试进士举,不售。去,试武举,绝伦,又不售”;等等。若他们能改由武举入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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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储备、文字水平都有基本的保障。
至于武举进士再应文举进士科,从而试换文资,一度以“今既由武艺入官,又复慕为文臣,是右科徒为士

子假途之资”为由被禁止,又终因“入赀、门荫之流犹许换试,而武举进者独可沮抑其所能乎”①而取消禁令。
平心而论,科举只是手段,得人才方为目的。武举进士又中文举,正说明朝廷获得了文武兼备的全才,应该予

以肯定。事实上,两举皆中者,往往有极佳的官声和政绩②。况且,“能中两科者,不过挺特翘楚之辈,岂能一

一舍武就文乎?”③极少数特优者能中两举,并不妨碍武举选拔军事人才的存在价值。
五 结论

宋代士大夫作为政治主导力量,广泛参与军事决策,甚至统兵作战、镇守一方。为选拔符合士人价值观

的理想将帅、改造武将群体,更全面深入介入军事议题,他们积极谋划复开武举,并以文举进士科为模板,全
面重塑武举。宋代武举取士定位为“博延方略之士,参阅材技之能”④,因此加重了军事策论的分量,增加了

兵书大义的考查,确立了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选拔标准,以此选拔“方略智勇之士”⑤;后又仿照太学,创立

武学,以武经七书为主要教学内容,注重儒家思想的教化熏陶。
士大夫视武举进士为“儒而谈兵者”⑥、武学生为“士之有武勇者”⑦,将其引为同类。面对职业军人对武

举从军人的排挤打压,士大夫联名抗议、及时干预,保障武举进士升迁资格与政治权利,且“申饬三衙、沿江军

帅待以士礼”⑧。对于武学生发起的各项运动,士大夫和太学生给予有力支持,使每场运动都取得了预期的

成效。
武举作为武官入仕的正途,确实选拔出一批合格的军事、行政人才。他们在战争岁月守卫疆土、屡建功

勋,壮烈殉国者亦不乏其人;在和平年代,或担任统兵官、治安官,维持一方治安,或出任边地亲民官,有效应

对各类武装挑战。武举出身者的行政风格,与文官士大夫相近,兴学校、敦教化、奖拔寒士、劝课农桑;其兴趣

爱好,与文官士大夫一致,喜好诗词书画,称引儒家经籍。在彼此认同下,武举进士、武学生在重大政治议题

上与文官始终保持一致。
诚然,武举所取者未必都是优秀武官,但文举所取又岂能尽为杰出文臣? 后人多批评宋代武举过分关注

兵书,认为纸上谈兵非选拔将帅之道,然而“有将才者,必习兵法。习兵法者,不必有将才”⑨,精熟兵法不是

万能的,但为将者不通兵法则是万万不可的。正如苏轼所言,“今夫孙、吴之书,其读之者,未必能战也”,然
“以为未必然而弃之,则是其必然者,终不可得而见也”。武举所选未必都是将才,但若停废武举,则军事人

才必然少一入仕正途。作为士人中的特殊一类,武举进士对宋政权高度认同,入《宋史·忠义传》者五人,入
《奸臣传》、《叛臣传》者则不见一人。在建炎颠沛迁转中,武举进士始终坚定站在赵构阵营一边,“宋南渡后,
士由右科进者,率先从戎,隶三衙而次京口”,竭力重建宋政权。显而易见,宋代士大夫以重塑武举改造武

将群体、参与军事议题的实践,基本取得了预期成效,武举所取之士“岂得谓之无益于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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